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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tudy the reform and the best allocation of the ru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ith a multi-task principal-

agent model. Our analysis shows that: (1) When the ability of the peasant to participate in the financial activities 

is weak, the radical commercialization reform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ill lead to lower social welfare. Otherwise 

the agricultural policy-orient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ill promote the rural financial market. (2) The original 

ability of the peasant to participate in the financial activities has an inverse relation to the best ratio of the 

agricultural policy-orient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the market. (3) If the government has another ways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the peasant to participate in the financial activities with lower cost, setting the agricultural policy-

orient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s not a good way to improve the rural financial market. 

Keywords: the reform of the ru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e best ratio of the agricultural policy-orient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multi-task principal-agen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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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在多任务委托代理框架下，研究了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和最优配置问题。本文的分析表明：（1）

当农民初始金融参与能力很低时，农村金融市场上需要一定比例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这时激进的商业

化改革会带来社会总福利的损失；当农民参与金融活动的能力很高时，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设立并

无必要。（2）农民初始参与金融活动的能力与最优金融机构配置中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比例呈反向关系。

（3）当政府无其他成本更低廉的途径来提高农民参与金融活动的能力时，设立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十

分必要；反之则不必要。 

关键词：农村金融机构改革；最优配置比例；多任务委托代理 

1. 引言与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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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农村金融活动的主要载体，农村金融机构的改

革进路对农村金融乃至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都有举足

轻重的影响。中国的农村金融机构主要有两种类型：其

一为单纯以盈利为目的商业性金融机构，其二为同时要



 

承担国家支农任务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从历史上看，这

两种目标具有显著差异的金融机构的兴衰与变异构成

了中国农村金融机构改革的主线。中国农业银行自 1979

年恢复之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在农村金融领域中处

于垄断地位。彼时的中国农业银行作为国务院的直属机

构，不仅要开展资金信贷等常规金融业务，而且要承担

国家交付的一系列政策性支农信贷任务，如国家农副产

品收购贷款、扶贫贷款、农业综合开发贷款等等。这种

状况直至 1993 后才有所改变。在国务院出台的《关于

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指导下，中国农业银行转型为

商业银行，国家指派的政策性业务亦转由从农行独立而

出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以及新成立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共同承担。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国农业银行从农村的撤

离，农村信用社逐渐成为农村金融领域新的中坚力量。

近年来，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国家越来越

强调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主体地位以及自身的“造血”

功能。2012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发展多元性的

金融机构，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领域，2015 年的

“一号文件”则进一步强调要支持各类商业银行创新“三

农”金融服务。目前中国农村金融机构的分布渐呈传统

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并存的多元格局。可以认为，中国

农村金融机构改革是由国家主导型模式向市场主导型

模式渐变的过程。 

与实际改革路径相匹配，学界对农村金融机构的研

究亦多集中于寻找阻碍其发挥作用的各种约束条件以

及可能的金融技术和组织创新。洪正（2011）[1]以监督

效率为切入点，指出由国有银行组建的村镇银行和贷款

公司缺乏监督效率比较优势，同时小额信贷对民营资本

监督效率提出了过高要求，因此它们都难以在农村地区

普遍设立。而从农户生产经营中内生出来的资金互助社

由于可以实现相互监督和合同互联，故其发展可显著改

善农村融资状况。鉴于此，他指出进一步的改革需要逐

步从国家外生主导模式向民间内生成长模式转变，充分

发挥民营资本和各类新型农村经济组织的作用。谭燕芝

等（2014）[2]的研究发现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农村金融

机构多寡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并且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

商业类金融机构和农村类金融机构在县(区)的布局设点。

他们的结论证明了区域经济水平对当地农村金融机构

发展的约束作用。徐忠、程恩江（2004）[3]认为农村金

融机构实行商业化改革后，农村利率结构的扭曲是造成

农村金融机构亏损的主要约束，而其后的农村金融市场

改革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利率结构的扭曲。董晓琳等

（2014）[4]通过对江苏省 48 个县 241 家金融机构的面

板数据研究，认为市场逐步开放驱动了农村金融机构的

信贷技术创新行为，并通过信贷技术创新降低了企业贷

款风险和交易成本，进而提高了农村小微企业的信贷可

获得性，缓解了农村小微企业的融资困境。王曙光（2008）

[5]以实地调研数据为基础,考察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

组建模式和资金配置效应，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内部

治理结构和风险控制方面的创新机制进行了阐释，并系

统的探讨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面临的制约因素及其应

对策略。曲小刚、罗剑朝（2013）[6]通过对新型农村金

融机构的研究，认为它们可以有效地缓解农户和小企业

的信贷约束，但同时又有贷款对象偏离农户的趋势。 

以上文献无疑对理解中国农村金融机构本身及其

发展进路多有洞见，但它们亦有不足。具体而言，在着

眼于如何让市场进一步发挥其资源配置作用的同时，现

有文献在强调金融机构组织创新的同事忽略了一个更

基本的问题，即中国二元经济体制下农村金融市场的弱

质性以及在该约束下国家力量参与其中的必然性。其实，

当处于相对贫困中的农民无力提供担保品时，单纯依靠

发展以盈利为目标的商业性金融机构来促进农村金融

发展可能并不现实。商业银行从农村的逃离，农村信用

社和银行在发放贷款时对富有农户的偏爱（朱喜等，

2009）[7]，外资银行在农村的倾向性选址策略（周雯等，

2013）[8]，小额信贷的“目标上移”（刘西川等，2007）

[9]都清楚的体现了这一点。这些现象的出现意味着我们

必须重新思考农村金融领域发展中的“国家—市场”关

系。虽也有学者的研究涉及到这一主题（白晓燕、李锋，

2005；[10]孙建星，2008[11]），但他们都未能在理论上

完整刻画农村金融市场上两种目标不同的金融机构之

间的互动，因而不能全面的解释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在农

村金融市场上的存在价值及其局限。 

实际上，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所提供的金融服务本

质上具有公共品的性质：它通过支持本不具备参与金融

活动能力农民的生产活动，使其逐渐拥有参与金融的能

力。显然，这种具有显著外部性的金融目标的实现同样

有利于单纯以利益最大化为驱动的金融机构的发展，然

而后者却没有激励去完成它们。但同时，在提供政策性

金融服务的同时，目标的多元化以及国家权力的过多干

预又会损害金融机构的运营绩效，使其甚至不能自负盈

亏（姚树洁等，2004[12]）。如此一来，政策性金融机构

的效率损失，与其因提供具有公共品性质的金融服务而

带来的社会收益就构成了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国家

在配置最优农村金融机构格局中需要抉择的两难问题。

进而，在农村金融领域中，如何决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

比例，以及该最优比例如何随着外部环境而变化就成了

一个政府在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问题。金融行业的特性，

以及农村金融机构的多目标特征，使该最优化问题十分

适宜在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式下进行讨论，这正是本文研

究的切入点。在本文中，我们不仅会探究不同金融机构

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也试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理解

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路径以及中国农村的改革路径。 

本文分析建立在多任务道德风险模型之上。

Holmstrom 和 Milgrom（1991）[13]作为先驱性文献，最

早以连续型模型分析了多任务道德风险下的委托代理

模型，Laffont 和 Martimort（2002）[14]在一个离散模型

分析框架下得到了与 Holmstrom 和 Milgrom（1991）相

似的结论。在利用此框架进行中国问题研究的文献中，

Bai 等（2000）[15]对中国国企改革路径和速度进行了

分析；聂辉华（2006）[16]考察了取消农业税对乡镇行

为的影响；晏艳阳和金鹏（2013）[17]通过将委托人和

代理人公平偏好同时引入到多任务的委托代理模型中,

研究国企高管和政府主管部门均具公平偏好下的国企

高管最优薪酬机制。 

本文剩余章节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建立一个基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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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情境下的委托代理模型，并给出模型的基本假设。

第三部分在上述框架中分析不同条件下的最优农村金

融机构配置比例问题，提出若干命题并讨论其中蕴含的

经济含义。第四部分总结全文，并对本文结论进行拓展

型解释。 

2. 基本模型 

2.1. 参数与假设 

假设在农村中金融机构 i 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单

纯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性金融机构，一种是除盈利之外，

还要承担国家所交付的政策性支农任务的政策性金融

机构。我们称前者为金融机构 a ，后者为金融机构b 。

同时，设 r 为金融机构b 在农村金融机构中所占比例。

另外，我们假设任何金融机构本身都是一个整体，这也

就意味着我们并不区分金融机构的管理者与金融机构

本身，金融机构内部的委托代理问题不在本文的分析范

围之内。 

设两种金融机构的管理者将自身努力分配到两种

目标上。其一只能为本机构带来收益，如一般性的资金

信贷业务项目。我们将两种金融机构的管理者置于该目

标的努力程度分别用 sa 和 sb 表示；其二可增进农民整

体参与金融活动的能力，如政策性的支农贷款。显然这

种目标的实现可以逐渐扩大农村金融市场，并最终为包

括自身在内的所有金融机构带来收益，因而它具有公共

品的性质。我们将两种金融机构的管理者置于该目标的

努力程度分别用 ag 和 bg 表示。 

假设努力程度不可验证，那么政府就不能通过基于

努力程度的合同来规制金融机构管理者的行为。但是，

因为政府对金融机构b 有较为深入的介入，故而我们假

设政府可以通过观察来保证金融机构 b 的管理者的努

力程度不低于一个常数值 t 。因此我们有 sb bg t+  。 

设 0G 为不依赖于模型中的金融机构来增进的农民

参与金融活动的能力，它与历史以及政府依靠设立农村

政策性金融机构之外的其他可提升农民参与金融能力

的政府活动有关。因这些变量外生于我们的模型，故而

我们称其为农民的外生金融能力。设 0 0G  且

0 h eG G G= + 。其中 hG 为农民的外生金融能力中从

之前历史上所传承下来的部分， eG 为政府通过其他途

径所增进的部分。 

农村金融机构的努力 ag 和 bg 可以增加农民参与

金融的总能力G 。为简化分析，我们设金融机构的每

单位 ag 或 bg 都可转化为一单位的农民参与金融能力。

因而在给出 0G 后，农民参与金融的总能力为

0iG g di G= + 。 

设每个金融机构 i 的收益为 (( ),i i iL y s s G= ，

其中 i 代表金融机构 i 与金融机构 a 全要素生产率的

比值，因此有 1a = 。由于金融机构 b 的管理运营经

常会受到来自政府的干预，设 b = ，据上文所述，

有0 1  。 

另外，对函数 我们有以下假设： 

假设一： 为凹函数且对 s 和 G 递增，且有

0sGy  。其中， 为凹函数且对 s 和G 递增是对生

产函数的一般假定， 0sGy  刻画了 s 和G 之间的互

补性。 

假设二： ( ), 1sy s G  。 ( ), 1sy s G  意味着投

入 s 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该假设刻画了政府监督

的不完善。 

假设三：
0

lim G
G

y
→

=   , lim 0G
G

y
→

= 。该假设刻画

了G 对收益的重要性。 

假设四：金融机构的管理者是风险中性的。 

假设五：金融机构参与除农村金融以外的经济活动

收益为 0。 

假设六：设政府以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因

而其决策函数为： 

 

( ) ( ) ( ), 1 ,b b b b b aMax r y s G s g r y s G s g = − − + − − −         

（1） 

2.2. 参与约束（IR）与激励约束(IC) 

2.2.1，金融机构 a ： 

根据假设五，对金融机构 a 的管理者而言，因为其

参与约束(IR)必然能得到满足，所以我们只需获得其激

励约束。 

设 aP 为金融机构 a 的利润函数，因其目标为追求

自身利益最大化，故其激励相容约束（IC1a）由下式得

到： 

( ) ( ),a a a aMaxP y s G s g= − +      

（2） 

对（2）式中的 as 求一阶导使其等于 0，金融机构 a

的激励相容约束（IC1a）为
( ),

1
a

a

y s G

s


=


。 

同时，注意到金融机构 a 提供 G 的边际成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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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a

p

g


=


，而边际收益为 。因为有

，所以金融机构 a 的管理者不会提供任

何数目的G ，即(IC2a)为 0ag = 。这也意味着社会中

的G 将由金融机构 b 独自承担。因为我们假设了金融

机构的每单位努力 ag 或 bg 都可转化为一单位的农民

参与金融能力，故有 bs G= 。 

2.2.2，金融机构b ： 

设作为受到国家控制的政策性金融机构，金融机构

b 的管理者获得固定工资 w 且其利润函数为 bp ，故其

激励相容约束（ICb）由下式决定： 

( )b b bMaxP w s g= − +                （3） 

. .s t b bs g t+   

由于此时管理者获得固定工资，因此他将其努力置

于争取更大利润，抑或提高农民参与金融活动的能力，

于他并无差别。这也意味着此时的激励相容约束（ICb）

总是成立。 

同时，最优化的激励将令其拉紧激励约束，故而金

融机构b 的参与约束(IRb)为： b bs g t+ =  

2.3.政府的最优规划结构 

设政府在最大化社会福利时按照以下方式进行决

策：首先，政府规定金融机构b 的比例 r ；然后，政府

规定金融机构b 在提供G 中的努力 bg 。 

在上文分析的基础上，把将(IC2a)以及(IRb)代入目

标函数后，此时的政府最优规划可重写为： 

( ) ( ) ( ), 1 ,a aMax r y t G G t r y s G s = − − + − −        （4） 

. .s t
( ),

1
a

a

y s G

s


=


 

0bG rg G= + 。 

3. 模型分析：最优农村金融机构配置 

下面我们将利用上述最优规划来讨论各种条件下

金融机构b 的最优比例
*r 及其变动，并讨论其中的经济

含义。 

3.1. 当政府决策为最优时，有一阶条件为 0
r


=


，即： 

( ) ( ) ( ) ( ) ( ), , , 1 , 0a G b G ay t G G t y s G s ry t g G r Gy s G − − − + + − + − =      

（5） 

由于 ( ),y t G G t − − 为金融机构 b 最优收益，

( ), ay s G s− 为金融机构 a 的最优收益，显然有： 

( ) ( ), , 0ay t G G t y s G s − − − +    

要达到最优，这时必须有

( ) ( ) ( )G a, 1 r Gy s G 0Gry t G G G − + − ， 。根

据假设三，有当 0G →时，有 0Gy → 。因此存在 1G ，

当 0 1G G 时，始终有：

( ) ( ) ( )G a, 1 r Gy s G 0Gry t G G G − + − →， ，从

而（5）式等号左边部分小于 0。这也就意味着此时的最

优点为角点解
* 0r = ，即市场上金融机构b 所占比例

为零。 

命题 1：当农民的外生性金融能力充分强时，农村

金融市场上并不需要政策性金融机构。 

命题 1 符合我们的直觉。从本质上而言，设立政策

性金融机构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农民原本疲弱的金融参

与能力，但是，实现该目的却是以牺牲市场效率为代价

的。因此如果农民的外生金融能力已足够强，或者更具

体来说，农民有足够强的经济能力提供抵押品，那么再

发展政策性金融机构将得不偿失。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

相对富裕的城市中不需要农发行等立足于培养个体金

融参与能力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同时，命题 1 也意味着

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本质上只是一种过渡性的组织：当

农民足够富裕从而其金融参与能力足够强时，农村政策

性金融机构的存在就不再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 

3.2.当 0G 充分小，根据假设三，有
0

lim G
G

y
→

= ， 

故当 0 0G → 时，有：

( ) ( ) ( )G a, 1 r Gy s ,G bry t g G G − + − →   。 

因为：

( ) ( ) ( ), , 1
as b G b Gr y t g G r y t g G r y

g


 


= − − + − + −


，

且
0

lim G
G

y
→

= ，故当 0 0G → 时， 0
bg





。根据命

题 1，这也同时意味着当 0r → 时， 0
bg





，即这

时最优的
* 0bg 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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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1 ,b a a G G ay t g G t y s G s ry t G G G r Gy s G
r


 


= − − − + + − + −      

故有 0
r





。显然，此时最优的比例

* 0r  。 

命题 2：农民的外生金融能力非常弱时，农村金融

市场上需要有一定比例的政策性金融机构。 

2015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在对农村金融的深化

改革过程中，要坚持“推动金融资源持续向‘三农’倾斜，

确保涉农贷款比例不降低、农业信贷总量继续增加”，

同时要求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首先“要强化政策性功能定

位，同时加大对贫困地区公路、水利等农业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的贷款力度”，其次“要审慎发展自营性业务”。

命题 2 为这些政策提供了理论上的合理性证明。在弱质

性的农村金融市场，政策性金融机构所具备的提高农民

参与金融能力的功能十分重要，它不仅提高了农民参与

金融的能力，而且最终将提高整个农村金融市场的效率

水平。命题 2 也同时意味着过于强调农村金融机构自我

“造血”功能的商业化改革思路是有待商榷的。不同于本

身就具备较高金融参与能力的市民，农民较低的资产总

额导致其无力为其信贷行为提供抵押品。这时，如果仅

仅依靠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性金融机构，或者过于激进

的推行农业发展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商业化改革，

则农村金融市场必然会进一步萎缩。 

结合命题 1 和命题 2，又可为我们理解小额信贷在

中国农村的发展状况提供一种思路。以孟加拉国乡村银

行为代表的小额信贷机构，其贷款技术和保障还款机制

等金融技术本质上都是中性的，因而也是易于移植的。

但是该小额信贷却在不同地区展现出的截然不同的绩

效。如在我国乡村，虽有政府支持以及来自学界的实践

努力，却未能在发展上呈如在孟加拉国一般的燎原之态，

甚至小额信贷机构本身的扶贫性质也在一定程度上被

弱化（刘西川等，2007[18]）。针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学

界的研究多集中于对融资环境、贷款途径及对象和机构

管理水平等方面的讨论（赵敏，2007[19]）。而以命题 1

和 2 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正是不同国家之间迥异的农

民外生金融能力 0G 导致了这种绩效差异。具体而言，

孟加拉国的小额信贷机构之所以在扶贫的同时能够盈

利，原因在于当地的贫困农民在获得贷款后可以马上通

过例如经营小生意等方式迅速增加自己的收入，而这种

对未来收入提升的强大预期进而可增进小额贷款机构

对借款者还款能力信心。这也就意味着孟加拉国的农民

具有较高的外生金融能力 0G 。但在产能过剩、竞争激

烈的中国市场中，农民即使拿到了小额贷款也很难通过

简单的生产经营活动顺利的增加收入。而缺乏了借贷双

方对未来还款能力的预期，中国农民的外生金融能力

0G 自然就低的多。这种不同外生金融能力 0G 进而导致

拥有类似金融技术的小额信贷机构发展绩效的分岔：孟

加拉国农民具有较高的外生金融能力使格莱珉银行等

小额贷款机构可以在扶持农民的同时自负盈亏，所以孟

加拉国的农村不需政策性金融机构；而中国农民较低的

外生金融能力，则导致自我“造血”式的小额信贷模式在

我国农村的发展必然会有一定程度的水土不服，因而带

有支农性质的金融信贷活动须由政策性金融机构承担。 

3.3.为了进一步看到 0G 如何影响
*r 的选择，我们求得： 

( ) ( ) ( ) ( ) ( )
2

0

, , , 1 ,g b g a GG b GG ay t g G y s G ry t g G G r Gy s G
r G


 


 = − − + − + −    

 

因 为 函 数 为 凹 函 数 ， 因 此

( ) ( ) ( ), 1 , 0GG b GG ary t g G G r Gy s G − + −    。 

又因为 0sGy  ，故而，

( ) ( ), , 0g b g ay t g G y s G − −  ， 

进而有

2

0

0
r G




 
。这也就意味着

0

0
r

G





。 

命题 3：随着农民外生金融能力的增大，农村金融

市场上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所占比例会减小。 

命题 3证明了中国农村金融机构商业化改革在方向

上的合理性。根据上述模型的逻辑，政策性金融机构会

带来更高的农民参与金融能力，而这种能力的提高又会

反过来放大政策性金融机构与盈利性金融机构之间的

效率差别，进而使前者在金融机构的最优配置中比例降

低。 

但命题 3同时也意味着商业化改革的速度必须适宜，

要与农民参与金融的实际能力相适应。当农民参与金融

的能力过低时，激进的商业化改革只会破坏本已脆弱的

农村金融市场，得到正好相悖于改革本意的结果；而只

有在农民参与金融的能力获得长足的提高后，通过有效

率的盈利性金融机构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逐渐替代，近

年来从政府到学界一直强调由市场力量主导的新的农

村金融生态才能形成。简言之，太快或太慢的商业化改

革都会削弱社会总福利：前者会导致农村金融市场的萎

缩，后者会使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掣肘于政策性金融机

构的低效。 

3.4.因为 0 h eG G G= + ，而 eG 的建立需要政府花费一

定成本，我们设该成本为 ( )eC G ，则政府的最优规

划可以进一步地写为： 

( ) ( ) ( ) ( ), 1 ,a eMax r y t g G t r y s G C G  = − − + − −         

. .s t h eG rg G G= + +  

( ),
1

a

a

y s G

s


=


  

b bs g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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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定义 ( ) ( ) ( )e e eG G C G  = − 。 

根 据 包 络 定 理 ， 我 们 有

( ) ( ) ( ) ( )' , 1 ,e G G aG r y t g G r y s G = − + − . 

根据命题一，我们可知存在
*G ，当

*

eG G 时，

有
* 0r = 。 

令  为当
*

eG G 时, ( )'

eG 的最小值。 

这时，如果 C 足够小，则当
*

eG G ，有

( )' *C G  ， ( )' 0eG  。这意味着政府此时会

选择
*

eG G ，进而在这样的最优选择下，有
* 0r = 。 

令 r 为
*

eG G 时的最大值。 

同样，根据命题 2，我们可知存在
**G ，使得当

**

eG G 时，有
* 0r  。 

如 果 C 足 够 大 ， 则 有 当
**

eG G 时 ， 有

( )' **C G r  ， ( )' 0eG  。这意味着此时政府的

最优选择 eG 将小于
**G ，进而在这样的最优选择之下，

有
* 0r  。 

命题 4：当政府利用其他渠道提高农民金融能力的

成本足够小时，最优
* 0r = ；当政府利用其他渠道提高

农民金融能力的成本足够大时，最优
* 0r  。 

从本质上来讲，农村金融市场之所以更难发展的主

要原因在于农民手中可供抵押的资产品不足，从而无法

为其金融活动提供抵押品。而根据我们的模型，农村政

策性金融机构的存在意义恰恰在于其普惠性的金融活

动可以增进农民参与金融的能力。但是，就提高农民金

融能力而言，设立和扶持政策性金融机构并不是唯一的

途径。除此之外，如土地确权、户籍制度改革、直接的

财政补贴等政府行为亦可同样通过增加农民的财富达

到此一目标。但无论是哪种途径，也都会产生一定的成

本。因此一个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政府必然要有

意的选择更低成本的途径。这时，如果通过设立政策性

金融组织来提高农民的金融参与能力的成本更低，则农

村金融市场中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比例应为正；如果有

其他成本更低的途径可以实现同样的目标，则政策性金

融机构的设立就不再必要。实际上，命题 4 促使我们将

视野置于金融机构之外，以农村经济整体发展的视角来

看待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 

4. 结论与拓展性解释 

本文在多任务道德风险的框架下，以正式的理论模

型分析了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和最优配置问题。在明确

的区分了单纯以盈利为目的的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和

还要承担支农任务的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之后，本文的

分析表明：1、如果农民初始参与金融能力很弱，则农

村金融市场上需要一定比例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反之，

则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设立只能带来社会总福利的

损失。2、农民初始参与金融能力与最优机构配置中政

策性金融机构的比例呈反向关系。3、当政府无成本相

对更低廉的途径提高农民参与金融活动的能力时，农村

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设立十分必要；反之则不必要。 

与以往研究着重强调市场作用的不同，我们刻画了

非市场力量在促进农村金融发展中的作用。经过规范的

理论分析，我们认为，在市场主体参与能力不强的情况

下，过激的商业化改革只能带来适得其反的后果。根本

原因在于，农村金融的发展有赖于市场主体基于其财富

能力的较高水平的信用水平，而这种信用水平并不能单

纯依靠市场的发展来获得。但需要指出的是，这并非否

定农村金融机构商业化改革的方向，而是说在改革的路

径中，改革速度必须与农民的金融参与能力相适应。否

则，如模型的结果所示，过快的商业化改革只会带来农

村金融市场的进一步萎缩，从而损害整个农村社会的总

福利；而过慢的商业化改革则会使农村发展掣肘于金融

机构的低效率。另外，我们的研究表明，对农村金融机

构改革的研究不能将视野仅局限在金融机构内部。不同

经济部门之间的密切联系，使农村经济中其他领域的发

展同样会改变不同金融机构的社会相对价值，从而影响

到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和最优配置。 

实际上，对本文结论的拓展性解释还可以帮助我们

理解整个农村经济改革的最优路径。根据本文模型所展

现的逻辑，如果某些部门的产出对社会整体福利影响巨

大，则即使是低效率的，国家通过输血的方式予以扶持

依然可能有利于社会整体福利的提高。对农村经济的诸

多领域而言，市场主体参与能力不强是其显著特征。因

此根据本文的逻辑，这也就意味着一定时期内国家力量

对某些农村经济部门的深度参与十分必要。此时过激的

市场化改革反而只会导致市场的进一步萎缩。但是这并

不意味着我们否认市场化改革路径。同样与我们模型的

逻辑一致，诸多领域中农村改革中的国家力量对市场的

干预在时间维度上只能是一种过渡性的举措。当市场逐

渐成熟、农民市场参与能力得到足够提升之后，农村的

发展依然要依靠市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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